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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 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非线性效应研究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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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全球 １２６ 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在引入

ＦＤＩ高次方的基础上， 应用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实证检验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空

间非线性效应。 研究发现： 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

赖性， 劳动生产率与 ＦＤＩ之间呈现倒 Ｎ型的空间非线性关系；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

的跨国影响既有正向的技术溢出， 也有负向的第三国效应。 此外， 本文借助中介

效应模型明晰了以技术水平为中介变量， ＦＤＩ 对劳动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与作用

效果。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劳动力绩效； 跨国投资； 空间溢出； 第三国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２２􀆰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０３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８７－１６

引　 言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进入产业结构大调整时期， 经济增长方式开始

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大多数国家放宽了对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限制，
积极提供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以吸引外国资本。 随着这些政策相继出台， 投资便利

化和贸易自由化逐渐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 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疫情暴发前，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显示， 全球吸引外资从

１９７９ 年 ４１８􀆰 ９亿美元增加至 ２０１９年 １􀆰 ５万亿美元， 年均增速高达 ９􀆰 ４％， 远超同期

世界经济增速。 然而， 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跨境投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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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发生了新变化： 一是全球 ＦＤＩ 规模有所下降。 《２０１９ 年世界投资报告》 指出，
２０１８年全球 ＦＤＩ流量较 ２０１７年下降 １３％， 跨国投资已连续三年下降。 二是国别投

资限制政策占比增加。 据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统计， ２０１８年全球共有 ５５个经济体制定了

１１２项国际投资协定， 其中 ３４％为限制或管制协定， 为 ２００３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跨境投资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 三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不利冲

击。 ２０２０年全球 ＦＤＩ流量更是大幅下降 ４２％至 ８ ５９０ 亿美元， 达到近 ２０ 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 此次疫情重创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 可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全球投资环境

不会好转。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市场准入逐渐放宽， 投资环境不断优化。 ２０２０ 年， 中

国吸引 ＦＤＩ规模逆势上扬， 达到 １ ６３０亿美元， 首次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大外资

流入国。 纵观 ４０多年的发展历程， ＦＤＩ 除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丰裕的资本， 还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效率提高。 如今， 在吸引外

资方面， 中国面临着至少两方面挑战： 一方面， 随着中国劳动力、 土地、 能源等要

素资源的成本不断提高， 传统要素红利趋于减弱。 反观同处亚洲的越南， 凭借要素

保障优惠政策的支持， 在此次疫情前实现了同地区最高水平的 ＦＤＩ实际增长率。 另

一方面， 为吸引资本回流， 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出台大量促进资本回流的政策。
２０１７年年末， 美国通过税收改革带动海外制造业回流， 是导致 ２０１８ 年全球 ＦＤＩ 流
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日本、 德国等也纷纷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促进相关产业回

归， 可见世界各国围绕着越来越稀缺的 ＦＤＩ， 正在展开激烈的竞争。 在经济全球化

难以逆行的国际环境下， 国与国的联系愈发紧密， 某一东道国的 ＦＤＩ 流入规模增

加， 自然会对其他东道国吸引外资产生影响。 例如， ２１ 世纪初， 中国吸引 ＦＤＩ 增
长迅猛， 对亚洲其他国家带来了正向的 ＦＤＩ流入。 随着外国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起到的作用愈发凸显， ＦＤ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 但是关于

ＦＤＩ能否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 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 另外， 引进 ＦＤＩ 能否提

高以及如何提高一国的劳动生产率， 在国别之间是否存在跨国溢出效应， 其影响规

律和作用机制如何？ 对此， 鲜有学者给出正面回应。 因此， 有必要从全球范畴讨论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准确识别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

含义。 为此，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 试图应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

全面的回答。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开展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主要

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从国内环境看， ２０１８ 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下降，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挑战下， 单纯依靠劳动力投入拉动经

济增长的传统模式日渐式微， 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支撑。 二是从国际环境看，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投资保护主义不断抬头， 中国作为

全球 ＦＤＩ流入量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通过研究各国 ＦＤＩ流入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

的关系， 有利于为中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经验参考， 同时有利于为其他

经济体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国际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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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可以分解为劳动力人

口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 而一个经济体劳动力人数的变动相对稳定， 因此在 ＦＤＩ与
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上， 主要集中于分析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但是已有文献

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 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文献认为

ＦＤＩ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相较于国际贸易直接带来经济增长， ＦＤＩ 作为资本积

累、 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的载体， 能够借助更为多元的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邵海

燕等， ２０１５）。 第二类文献认为 ＦＤＩ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卢荻 （２００３） 的研究成

果表明， 引进外资有利于优化中国资源配置， 但是这种优化是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

价的。 韩沈超和徐姗 （２０２０） 对中国服务业进行分行业讨论后发现， 生活性服务

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行业生产率提高。 第三类文献认为 ＦＤＩ与生产效率之间存在

非线性关系。 Ｂａｒｒｉｏｓ等 （２００５） 研究发现， ＦＤＩ对东道国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先减

后增的变化趋势， 在 ＦＤＩ流入东道国初期， ＦＤＩ对东道国本土企业带来的市场挤出

会形成不利的负向冲击， 在后期该负向挤出会大幅弱化。 在 ＦＤＩ对生产效率空间外

溢的研究方面， Ｃｏｕｇｈｌｉｎ和 Ｓｅｇｅｖ （２０００） 最早关注到 ＦＤＩ 对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

应。 之后， 何兴强和王利霞 （２００８）、 Ｂｏｄｅ 等 （２０１２） 分别注意到中国和美国引

进外资存在空间外溢的特征事实。 Ｗｅｎ （２０１４） 研究发现， 在中国长江三角洲地

区， ＦＤＩ对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ＦＤＩ 对生产

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 近年来， 沈飞 （２０１６） 以外资在华集聚为背景， 实证

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 ＦＤＩ 对中国的正向技术溢出。 杨嬛 （２０１９） 以集聚为视角，
考察 ＦＤＩ对内资企业绩效的溢出作用， 得到了 ＦＤＩ集聚对内资企业绩效正向外溢的

结论。 在 ＦＤＩ对生产效率跨国溢出的研究方面， 学者们利用跨国数据就这一问题做

了翔实的定量分析。 陈丰龙和徐康宁 （２０１４） 利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 ２３个转型国家的

面板数据， 检验了经济转型对 ＦＤＩ 技术外溢的影响， 研究发现经济转型是否促进

ＦＤＩ技术溢出取决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与 ＦＤＩ 技术外溢呈反方向

变动关系。 Ｂｏｕｂａｃａｒ （２０１６） 以 ２５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成员方为研究

对象， 得到了 ＯＥＣＤ成员方引进外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和第三国效应的经验证据。
刘爱兰和王智烜 （２０１７） 实证检验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 发现中

国对非洲中等收入国家投资的第三国效应更为显著。 总体来看， 多数文献认为对发

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而言， ＦＤＩ对生产效率的空间溢出呈现正向的促进作用。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 现有研究从多个视角揭示了 ＦＤＩ 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

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１） 学者多认为 ＦＤＩ 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 但

是在跨国研究中， 结论却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认为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 在各

个经济体发展的不同阶段， ＦＤＩ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２） 关于 ＦＤＩ空间溢

出效应的研究中， 已有文献主要对某一国家 （地区） 或某一类型经济体进行分析，
样本范围相对较小， 缺乏全球视角下 ＦＤＩ 对劳动生产率空间外溢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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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传统计量模型分析 ＦＤＩ 和生产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 为更

好地理解宏观经济运行规律， 有必要从参数非线性的角度加以扩展。
针对上述不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 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创新：

（１） 在研究对象方面。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 ＯＥＣＤ 成员方、 第三世界国家， 样本包

含的经济体数量较少， 且同为发达国家或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变异程度不

高。 鉴于此， 本文搜集整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全球 １２６ 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 研究对

象涵盖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类经济体， 提高了研究样本质量。 （２） 在理论分析方面。
本文厘清了 ＦＤＩ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的作用机制。 根据东道国吸引 ＦＤＩ
规模的差异， 探究了在外资进驻的不同阶段， 技术水平作为中介在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

率的传导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 ＦＤＩ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机制的分

析。 （３） 在研究方法方面。 考虑到各经济体之间具有异质性，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

阶段， ＦＤＩ对生产率的影响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以往研究大多在实证设计中对计量

经济模型施加线性约束， 容易导致研究结论不稳健。 因此本文通过引入 ＦＤＩ高次方

的方式， 进一步诊断了劳动生产率与 ＦＤ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４） 在指标测度方面。
鉴于传统劳动生产率测算方法， 只是简单地用经济规模除以劳动力数量， 没有考虑当

期经济体禀赋的差异， 使得不同规模经济体之间缺乏可比性。 因此本文测度了各经济

体之间可比的劳动力绩效， 以便更好地刻画各国劳动生产率的相对高低。

二、 作用机制分析

ＦＤＩ作为跨国投资的重要形式， 对东道国的影响既包括正向的技术外溢， 也包

含负向的市场挤出 （贺灿飞和潘峰华， ２００６； 季颖颖等， ２０１４）。 虽然现有文献观

察到 ＦＤＩ会对劳动生产率带来不同方向的影响， 但是关于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论述

还不够深入。 本文根据东道国引入外国资本规模的不同， 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研

究在不同阶段上， 东道国和母国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在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传导机制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进而解释了 ＦＤＩ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该机制路

线图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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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机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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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在 ＦＤＩ进入东道国的初期。 在该阶段， 虽然 ＦＤＩ为东道国创造了就

业， 提供了资金， 但是尚未对东道国发生技术转移。 之所以没有出现技术转移， 一

方面是因为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过大， 本土企业模仿学习外资企业技术的成本

较高， 本土企业主观上不具备模仿学习的动机；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该阶段， 东道国

引进外资的工作力度和配套措施不足， 并不存在外资企业转移技术的客观条件。 值

得关注的是， 外资企业的营销模式与销售手段相对灵活， 在与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

中更具优势， 容易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下挤出本土企业。 由此可见， 在 ＦＤＩ进驻

东道国的初期， 东道国不仅难以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 甚至可

能在挤出效应下弱化本国的生产能力， 因此阻碍了东道国劳动生产率提高。
第二阶段， 随着 ＦＤＩ逐渐渗透东道国。 ＦＤＩ作为技术转移的载体， 只有在东道

国具备一定技术水平的前提下， 才有机会向东道国传输先进的经营模式、 管理理念

以及关键技术。 在第二阶段， 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逐渐建立起上下游生产联系， 共

同参与当地的生产分工和经营销售， 利用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为东道国传播了技

术。 东道国引进外资除了能够增加本国的资本存量， 还从两方面提高了本国的劳动

熟练度。 一方面， ＦＤＩ 为本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就业机会， 培育了人力资

本； 另一方面， 当外资企业员工流动到本土企业时， 可以依靠人员流动的方式向东

道国传播经营和管理经验。 特别地， 内外资企业之间良性的市场竞争， 能够刺激本

土企业模仿和学习外资企业， 倒逼具备一定技术水平的本土企业改良和创新技术，
以便取得竞争优势 （蒋殿春和夏良科， ２００５）。 因此， 在 ＦＤＩ 逐渐渗透东道国的过

程中， 将助力东道国技术水平提升， 为实现劳动生产率提质增效创造条件。
第三阶段， 伴随 ＦＤＩ进驻程度继续加深。 因为本土企业经过第二阶段的干中

学，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生产能力， 所以在第三阶段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

愈发接近， ＦＤＩ在技术上的边际溢出随着本土企业技术提高而减少 （何洁， ２０００）。
此时， 外资企业不再保持原先的技术优势， 本土企业有机会实现从技术模仿到自主

创新的跨越。 众所周知， ＦＤＩ作为一项跨国投资， 其投资行为本身对东道国生产效

率的影响必定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那么， 当 ＦＤＩ发展到一定规模时， 继续全面

引进外资难免适得其反。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而言， 它们更倾向于通过

提升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不是倚重外资的技术外溢， 过度依赖

外资对提振本国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有限。
此外， 跨国投资活动极可能衍生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第三国效应① 。 已有文献佐

证了当 ＦＤＩ在东道国高水平集聚， 且东道国与相邻国家之间存在经济联系时， ＦＤＩ
对东道国生产率的影响能够扩散到周边国家， 带动相邻国家生产效率提高， 发挥出

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当然， 也不排除跨国投资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可能。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８４） 应用两国一般均衡模型发现， 母国在世界范围选择东道国进行海外

投资时， 不仅评估东道国的经济实力， 还会关注邻近国家投资环境的变化。 例如，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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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的生产成本降低时， 原先属于东道国的一部分跨国投资会转向第三国， 从而会

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带来一定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ＦＤＩ对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假说 ２　 ＦＤＩ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及第三国效应；
假说 ３　 技术水平作为中介， 在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研究方法和变量描述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在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 应用空间面板模型识别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

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第三国效应。 根据空间面板模型选择的判别结果， 具体采用空

间面板模型中更为广义的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进行实证检验：

ＰＬｉｔ ＝ ρ ∑
Ｎ

ｊ ＝ １， ｊ≠ｉ
ｗ ｉｊＰＬ ｊｔ ＋∑

３

ｋ ＝ １
βｋ ＦＤＩｋｉｔ ＋∑

７

ｌ ＝ ４
β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１０

ｍ ＝ ８
βｍ ∑

Ｎ

ｊ ＝ １， ｊ≠ｉ
ｗ ｉｊ ＦＤＩｍ

－７
ｊｔ ＋∑

１４

ｎ ＝ １１
βｎ ∑

Ｎ

ｊ ＝ １， ｊ≠ｉ
ｗ ｉ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ｔ ＋ μｉ ＋ νｔ ＋ ｕｉｔ （１）

ｕｉｔ ＝ λ ∑
Ｎ

ｊ ＝ １， ｊ≠ｉ
ｗ ｉｊｕ ｊｔ ＋ εｉｔ 　 　 　 　 　 　 　 　

为捕捉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非线性效应， 本文在式 （１） 中引入了 ＦＤＩ 的
二次方和三次方。 式 （１） 为包含全部变量空间效应的一般嵌套模型 （ＧＮＳ）， 下标 ｉ
和 ｊ 用于区分不同的经济体， ｔ 表示年份， ＰＬ 是劳动生产率， ＦＤＩ 及其高次方， 以及

Ｃｏｎｔｒｏｌ 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集合， β 是各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ρ和 λ分别

为空间自回归和自相关系数， ｗｉｊ 是空间权重Ｗ 的元素， μｉ 和 νｔ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

间效应， ｕｉｔ 为扰动项。 参考白万平等 （２０１９） 的做法， 本文设计了嵌套空间权重矩

阵， 使用地理距离和经济开放度进行嵌套。 具体地， 将经济体两两之间距离倒数设为

地理距离的权重① ， 采用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代理各国的经济开放度。

（二） 数据来源与说明

１􀆰 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和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编制的佩恩表。 对三个数据库进行匹配后， 综合考虑各国数据的完整性

和可得性， 最终整理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１２６ 个经济体的样本数据。 研究样本涵盖

了世界前 ２０ 大经济体、 ２０ 国集团 （Ｇ２０）、 ＯＥＣＤ 成员方、 金砖国家以及部分亚

洲、 非洲、 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 样本中经济体的 ＧＤＰ 总量占全球经济的 ９０％以

上， 贸易额占全球总量的 ８０％以上， 样本的代表性较高。 此外， 所有货币形态的

数据均做了价格调整， 以 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美元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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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各个国家首都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为所在经济体位置的代表， 国家首都所在地的经纬度数据来源于

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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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被解释变量

关于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的选取， 一般采用世界银行标准的每个就业者创造

的国内生产总值， 即用劳均产出来衡量。 劳均产出通过计算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投入

产出比， 来体现生产效率的绝对数量。 但是， 考虑到世界范围内， 各个国家之间的

经济体量差距悬殊， 仅关注效率的绝对数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各国自身发展阶段和资

源禀赋方面的差异。 显然， 在本文的跨国样本中， 选择劳均产出测度劳动生产率，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比性。 因此， 参考章上峰和胡晨沛 （２０１９）、 王立勇和

吕政 （２０２１） 的做法， 本文构建劳动力绩效指标来刻画世界经济体范畴的劳动生

产率。 劳动力绩效的计算方式类似于产业经济学中的区位熵， 该指标在反映各个经

济体生产效率水平相对高低的同时， 弱化了各经济体自身经济体量的差异， 更适合

本文的研究。 劳动力绩效 ＰＬ 的计算方法见式 （２）：

ＰＬｉｔ ＝
Ｙｉｔ ／∑

ｉ
Ｙｉｔ

Ｌｉｔ ／∑
ｉ
Ｌｉｔ

（２）

式 （２） 中， Ｙｉｔ和 Ｌｉｔ分别表示第 ｉ 个经济体在 ｔ 期的实际 ＧＤＰ 以及就业总人

数。 另外， 为保证本文实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采用劳均产出衡量劳动生产率， 用

于替换劳动力绩效进行稳健性检验。
３􀆰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

在核心解释变量选取方面， 参考白万平等 （２０１９） 的做法， 使用 ＦＤＩ 占 ＧＤＰ
比重度量外资渗透程度。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下， 有理由相信 ＦＤＩ能够对

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控制变量用于控制不同经济体差异的其他因素， 主要有劳动

参与率、 固定资本投资、 互联网用户数和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用于衡量各经济体的

劳动力供给、 资本积累、 信息化水平和制造业规模。 为检验 ＦＤＩ影响劳动生产率的

中介机制， 本文选取技术水平作为中介变量， 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 以上变量的

具体定义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劳动力绩效 ＰＬ 式 （２）

劳均产出 ＬＮＬＰ ＧＤＰ 与总就业人数比值的对数值

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ＦＤＩ占 ＧＤＰ 比重

外资的二次方 ＦＤＩ２ ＦＤＩ占 ＧＤＰ 比重的二次方

外资的三次方 ＦＤＩ３ ＦＤＩ占 ＧＤＰ 比重的三次方

控制变量

劳动参与率 Ｌａｂｏｒ 就业总人数占 １５岁以上总人口比重

固定资本投资 Ｃａｐｉｔａｌ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对数值

信息化水平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固定宽带使用量 （每百人）

制造业规模 Ｍａｎｕ 制造业增加值的对数值

中介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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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　　　 －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世界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用于诊断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劳动力绩效之间的空间联

系。 本文选取统计效果最为理想的莫兰指数测度空间相关性。 表 ２ 计算了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世界经济体劳动力绩效的全局莫兰指数。 由表 ２ 可知， 劳动力绩效的莫兰

指数显著为正， 说明地理位置邻近国家的劳动力绩效较为相似。 此外， 劳动力绩效

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波动上升的特点， 表明各国劳动力绩效在地理位置上的联系呈

现逐步加强的趋势。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世界经济体劳动力绩效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ｐ 值 年份 莫兰指数 ｐ 值

２０００ ０􀆰 １７６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０􀆰 ２１８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 ２１８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０􀆰 １８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０􀆰 ２０７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０􀆰 １８７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 ２０８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０􀆰 １８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０􀆰 ２２５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０􀆰 １８３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 ２２５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０􀆰 １８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 ２４１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 ２０１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 ２４２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０􀆰 １９９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０􀆰 ２４２ ０􀆰 ０００

为了选择对空间数据拟合效果最佳的空间面板模型， 需要进行一系列诊断性

ＬＭ检验以及稳健的 ＬＭ检验， 以便判断是否存在空间滞后项或空间误差项。 根据

检验结果， 在空间滞后模型 （ＳＡＲ） 和空间误差模型 （ＳＥＭ） 中进行选择， 若两

者均合适， 则进一步引入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并对 ＳＤＭ 做 Ｗａｌｄ 和 ＬＲ 检验，
考察其能否简化为 ＳＡＲ或 ＳＥＭ， 若在统计意义上不建议化简， 则选取 ＳＤＭ拟合空

间数据。 经过上述检验， 可判定 ＳＤＭ 更适合拟合本文的空间数据。 为确定计量模

型固定效应的类型， 本文进行了个体效应联合显著性检验以及时间效应联合显著性

检验， 同时观察了 ＬＲ （１２６） 和 ＬＲ （１８） 统计量， 均在统计意义上建议将模型设

置为时空双固定效应。

（二） 非线性关系判别

为了捕捉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非线性效应， 本文基于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

宾模型， 在控制了 １２６个经济体特征变量的前提下， 逐步引入 ＦＤＩ及其高次方， 相

关估计结果见表 ３。 由表 ３ 的列 （１） 可知， ＦＤＩ 一次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意义上

并不显著， 但是梳理经典文献可知， 大量研究证实了引进外资对本国劳动生产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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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在重要影响。 为此， 表 ３列 （２） 至列 （４） 在列 （１） 的基础上逐步引入 ＦＤＩ
的高次方， 以刻画 ＦＤＩ对劳动力绩效的非线性影响。 从列 （２） 和列 （３） 可以看

出， 逐步引入 ＦＤＩ 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后， ＦＤＩ 及其高次方对应的回归系数均在 ５％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是， 在列 （４） 中进一步引入 ＦＤＩ 的四次方后， 估

计效果并不理想。 由此可以推断， 仅引入 ＦＤＩ一次方的空间杜宾模型显然是存有缺

陷的， 有必要引入 ＦＤＩ的高次方， 并且次数不宜过高。 从经济意义上看， 结合前文

作用机制分析可知， ＦＤＩ持续流入东道国通常是边际回报率递减的， 引进外资不见

得始终促进本国劳动生产率提升， 因此有必要从非线性的角度进行探索。 从统计意

义上看， 综合评价列 （２） 至列 （４） 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以及模型

整体的拟合优度， 本文认为选取包含 ＦＤＩ三次方的空间杜宾模型更符合样本数据的

实际生成过程。

表 ３　 劳动力绩效与 ＦＤＩ非线性关系判别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ＰＬ ＰＬ ＰＬ ＰＬ

ＦＤＩ

ＦＤＩ２

ＦＤＩ３

ＦＤＩ４

ρ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Ｒ２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５２ ４∗∗∗ －０􀆰 １１４ ３∗∗∗ －０􀆰 １４５ 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１５ ２∗∗∗ ０􀆰 ０２６ ８∗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１ ７

—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 — — （０􀆰 ０００）
０􀆰 ６７５ ０∗∗∗ ０􀆰 ６６８ ０∗∗∗ ０􀆰 ６６８ ０∗∗∗ ０􀆰 ６６６ 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９６７ ０ ０􀆰 ９６７ １ ０􀆰 ９６７ ２ ０􀆰 ９６７ ２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三） 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表 ４报告了基于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表 ４ 中的列 （１） 至列

（３） 均在控制了关键控制变量劳动参与率以及固定资本投资后， 检验了 ＦＤＩ 对劳

动力绩效的空间非线性效应。 列 （２） 和列 （３） 在列 （１） 的基础上逐步加入互

联网用户数以及制造业增加值， 进一步控制各个经济体间的信息化水平和制造业规

模。 从列 （１） 至列 （３） 显示出的系数稳定性可知， 当控制了关键控制变量之后，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ＤＩ及其高次方回归系数的方向、 大小、 统计显著性不再随着更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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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的加入而发生大幅变化， 说明在本文构建的实证模型中， 不可观测变量潜在

的选择性偏误已经很小了。

表 ４　 ＦＤＩ与劳动力绩效关系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ＰＬ ＰＬ ＰＬ

ＦＤＩ

ＦＤＩ２

ＦＤＩ３

Ｌａｂ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Ｍａｎｕ

Ｗ × ＦＤＩ

Ｗ × ＦＤＩ２

Ｗ × ＦＤＩ３

Ｗ × Ｌａｂｏｒ

Ｗ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 × Ｍａｎｕ

ρ

σ ２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Ｒ２

Ｌｏｇ Ｌ

－０􀆰 １０６ ６∗∗∗ －０􀆰 １３３ ６∗∗∗ －０􀆰 １１４ 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２ ５∗∗ ０􀆰 ０１５ １∗∗ ０􀆰 ０１５ 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５１３ ０∗∗∗ －２􀆰 ８８９ ７∗∗∗ －３􀆰 ０７９ １∗∗∗

（０􀆰 ３１７） （０􀆰 ３１９） （０􀆰 ３１３）
０􀆰 ２１２ ４∗∗∗ ０􀆰 ２３１ ７∗∗∗ ０􀆰 １２６ 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４ ４∗∗∗ ０􀆰 １１７ ２∗∗∗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３８５ ５∗∗∗

— — （０􀆰 ０３４）
－０􀆰 ５６７ ２∗∗∗ －０􀆰 ６１５ ３∗∗∗ －０􀆰 ４０４ ９∗∗

（０􀆰 ２００）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４）
０􀆰 １３９ ２∗∗∗ ０􀆰 １３６ ９∗∗∗ ０􀆰 ０８８ 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６ ４∗∗∗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００４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１０􀆰 ６８３ ４∗∗∗ －１２􀆰 ７９６ ８∗∗∗ －９􀆰 ２６８ ３∗∗∗

（１􀆰 ６８８） （１􀆰 ７３５） （１􀆰 ８９５）
－０􀆰 ４１７ ３∗∗∗ －０􀆰 ３１９ ８∗∗∗ －０􀆰 ３３３ 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８）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９ １ －０􀆰 １２４ ２∗∗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０）
－０􀆰 ３３８ ５∗

— — （０􀆰 １９１）
０􀆰 ６２６ ０∗∗∗ ０􀆰 ６２９ ０∗∗∗ ０􀆰 ６６８ ０∗∗∗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３ ４ ０􀆰 ０６２ １ ０􀆰 ０５８ 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９６４ ５ ０􀆰 ９６５ ２ ０􀆰 ９６７ ２

－１０９􀆰 ０３８ ９ －８６􀆰 ００９ ８ －２３􀆰 ２０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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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４可以看出， 列 （１） 至列 （３） 的空间滞后系数 ρ 显著为正， 说明在全

球范围内， 地理位置邻近、 经济开放度相似的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力绩效相互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ＦＤＩ对劳动力绩效一次方系数显著为负， 二次方系数显著为正， 三

次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在统计意义上 ＦＤＩ 与劳动力绩效之间存在典型的倒 Ｎ 型

关系。 因为受变量数量级差距的影响， 所以回归系数在经济意义上的数值较小。 在

ＦＤＩ积累的第一阶段， 适用于解释欠发达经济体引进外资的初期， 即 ＦＤＩ 的技术外

溢尚未发生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 欠发达经济体通常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外资

的涌入破坏了原先劳动和资本的生产要素搭配。 另外， 外资企业具有组织管理方面

的优势， 凭借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挤出了部分本土企业。 因此， 在该阶段盲目引进

ＦＤＩ， 不利于东道国劳动生产率提高。 在第二阶段， ＦＤＩ 渗透程度不断提高， 通过

人员流动、 产业关联和模仿学习等渠道， ＦＤＩ 逐渐发挥出对东道国正向的技术外

溢， 甚至通过市场竞争， 倒逼本土企业提质增效， 提高了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 在

第三阶段， 东道国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 继续大规模引进外资， 容易出现 ＦＤＩ的资

本边际收益递减， 造成东道国劳动生产率下滑。
与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相比， 空间杜宾模型削弱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劳动力

绩效的影响， 并将被弱化的影响纳入空间滞后变量， 从而估计出相邻国家在 ＦＤＩ、
劳动参与率、 固定资本投资等方面对本国劳动力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 ＦＤＩ 及其高

次方的滞后项回归系数表明， 相邻国家 ＦＤＩ积累对本国劳动力绩效的跨国影响同样

是非线性的。 起初， 由于邻国的营商环境改善， 母国的跨国投资会从本国转向邻

国， 第三国效应挤出了本国的 ＦＤＩ， 本国外资积累增幅的下降， 不利于提高劳动生

产率。 随后， ＦＤＩ的跨国技术外溢开始显现， 邻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本国生

产率提高， 发挥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最后， 随着进一步吸引和利用 ＦＤＩ， 邻国

的技术水平也在相应提高， 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竞争愈发激烈， 在跨国 “市场窃取”
的作用下制约了本国劳动生产率提升。

（四） 机制检验

比较表 ４中三组回归的拟合优度， 本文选取解释能力相对较高的列 （３）， 分

析 ＦＤＩ进驻程度对本国劳动生产率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关系。 表 ４ 的列 （３） 显示，
ＦＤＩ一次方的系数显著为负， 二次方的系数显著为正， 三次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该

结果表明， 劳动生产率与 ＦＤＩ之间的函数关系存在两个驻点， 且两者之间具有显著

的倒 Ｎ型关系。 根据列 （３） 对 ＦＤＩ求一阶偏导数， 得到式 （３）：
􀆟ＰＬｉｔ

􀆟ＦＤＩｉｔ
＝ － ０􀆰 ００１ ５ × ＦＤＩ２ｉｔ ＋ ０􀆰 ０３０ ４ × ＦＤＩｉｔ － ０􀆰 １１４ ３ （３）

令一阶偏导等于零， 解得 ＦＤＩ 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两个拐点分别为 ４􀆰 ９８７ 和

１５􀆰 ２８０， 可以绘制出劳动生产率与 ＦＤＩ倒 Ｎ型关系的示意图 （见图 ２）。 图 ２显示，
东道国引进 ＦＤＩ具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各个阶段上， ＦＤＩ 对劳动生产率的作

用方向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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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劳动生产率与 ＦＤＩ的倒 Ｎ型关系示意图

为检验 ＦＤＩ究竟能否通过技术水平影响劳动生产率， 文章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 将技术水平 （ＴＦＰ） 作为中介变量， 借助中介效应模型， 对

ＦＤＩ影响技术水平进而改变劳动力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能够

探究以技术水平为中介， ＦＤＩ作用于劳动力绩效的传导路径。 参考中介效应模型

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思路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ＰＬｉｔ ＝ ｃ０ ＋ ｃ１ ＦＤＩｉｔ ＋∑
４

ｊ ＝ １
ｃ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４）

　 　 　 　 ＴＦＰ ｉｔ ＝ ａ０ ＋ ａ１ ＦＤＩｉｔ ＋∑
４

ｊ ＝ １
ａ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５）

　 　 　 　 ＰＬｉｔ ＝ ｃ０ ＋ ｃ′１ ＦＤＩｉｔ ＋ ｂ１ ＴＦＰ ｉｔ ＋∑
４

ｊ ＝ １
ｂ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６）

式 （４）、 式 （５） 和式 （６） 是三个回归方程的经典中介效应分析框架， 式

（４） 中的回归系数 ｃ１， 用于估计解释变量 ＦＤＩ对被解释变量劳动力绩效的总效应，
式 （５） 中的回归系数 ａ１， 用于估计解释变量 ＦＤＩ 和中介变量技术水平之间的关

系， 式 （６） 在控制了中介变量技术水平的基础上， 估计出回归系数 ｃ′１ 和 ｂ１。 中介

效应的判定依据有： （１） 回归系数 ｃ１显著； （２） 回归系数 ａ１和 ｂ１显著。 若同时满

足以上两个判定条件， 并且有回归系数 ｃ１＜ ｃ′１， 则表明中介效应成立。 倘若在满足

以上两个条件的同时， 式 （６） 的回归系数 ｃ′１ 不显著， 则被称为完全中介效应。 为

确保中介效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常用的检验方法有 Ｓｏｂｅｌ检验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作用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５。 结合中介效应的判

定条件可知， ＦＤＩ对劳动力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外溢实现。 表 ５ 的列 （１）
显示， ＦＤＩ对劳动力绩效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列 （２） 表明， ＦＤＩ 的技术外溢

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 列 （３） 控制了中介变量技术水平之后， ＦＤＩ 的回归系

数与列 （１） 相比有所下降， 意味着 ＦＤＩ对劳动力绩效的作用效果通过技术外溢

这一路径实现。 具体来看， 列 （１） 中 ＦＤＩ 的回归系数 ０􀆰 １９０， 衡量了 ＦＤＩ 对该

国劳动力绩效的总效应； 列 （３） 中 ＦＤＩ 的回归系数 ０􀆰 １０２， 衡量了 ＦＤＩ 对该国

劳动力绩效的直接效应； 列 （２） 中 ＦＤＩ 回归系数与列 （３） 中 ＴＦＰ 回归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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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积 ０􀆰 ０８８， 衡量了 ＦＤＩ通过技术外溢对该国劳动力绩效影响的间接效应。 由此

可知，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大约为 ４６􀆰 ２３０％。 为了保证中介效应检验的可

靠性， 本文参考刘宏等 （２０２０）、 韩晶等 （２０２０） 的做法， 进行了 Ｓｏｂｅｌ 检验，
并测算了间接效应在 ９５％水平下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置信区间。 由表 ５ 可知， Ｓｏｂｅｌ 检验

得到的检验统计量的值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置信区间不

包含 “０”，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表 ５　 关于技术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ＰＬ ＴＦＰ ＰＬ

ＦＤＩ

ＴＦＰ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Ｒ２

Ｓｏｂｅｌ检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置信区间

中介效应

０􀆰 １８９ ８∗∗∗ ０􀆰 ０２２ ５∗∗∗ ０􀆰 １０２ 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３􀆰 ９０７ ２∗∗∗

— — （０􀆰 ０８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２８１ ５ ０􀆰 ２７１ １ ０􀆰 ６８６ ４

０􀆰 ０８７ 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９ ２， ０􀆰 １１６ ８］

显著

（五） 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减少用劳动力绩效衡量生产效率存在的度量误差， 在此利用劳均产出

（ＬＮＬＰ） 替换劳动力绩效进行稳健性检验。 与劳动力绩效相比， 劳均产出更注重直

接比较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 强调了生产效率的绝对高低。 ＦＤＩ 及其高次

方对劳均产出的回归系数显示， ＦＤＩ 与劳均产出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倒 Ｎ 型关系。
由此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２􀆰 替换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使用地理距离与贸易自由指数相嵌套的空间

权重矩阵① ， 替换基准回归中的空间权重矩阵， 再次进行检验。 与经济开放度不

同， 贸易自由指数侧重于度量各个经济体贸易制度的自由程度。 检验结果显示，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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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系数估计的方向、 大小、 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这里不再赘述各回归系

数的经济学含义。 该结果再次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３􀆰 内生性讨论

本文旨在分析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虽然模型中控制了一系列控

制变量， 但模型仍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检验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 进行了以下两项检验： （１） 异方差稳健的 ＤＷＨ检验。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

前提是存在内生解释变量， 为此须进行豪斯曼检验， 其原假设为 “所有解释变量

均为外生”， 考虑到传统的豪斯曼检验建立在同方差的前提下， 适用条件较高， 因

此本文进行异方差稳健的 ＤＷＨ检验。 ＤＷＨ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４５７， 不支持 ＦＤＩ 为内

生解释变量。 （２） 稳健的内生性检验。 为保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 再次进行稳健

的内生性检验。 检验得到 χ ２（１） 统计量的值为 １􀆰 ５３１， 对应的 ｐ 值为 ０􀆰 ２１６， 显然

不能拒绝 “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 的原假设。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可知， 本

文的实证检验结果是可靠的。

五、 结论与启示

（一）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全球 １２６ 个经济体的平衡面板数据， 应用空间杜宾模

型 （ＳＤＭ）， 实证检验了跨国视角下 ＦＤＩ 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非线性影响。 研究

发现：
第一， ＦＤＩ进驻程度对本国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经济影响。 从估计结

果看， 无论是以相对质量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绩效， 还是以绝对数量衡量劳动

生产率的劳均产出， 都表明 ＦＤＩ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倒 Ｎ型关系。
第二， 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及第三国效应。 相邻国

家 ＦＤＩ积累对本国劳动生产率的跨国溢出同样具有非线性特征， 跨国的空间溢出效

应受到正向的技术外溢和负向的第三国效应综合影响。
第三， 在机制检验中， 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明晰了将技术水平作为中介变量，

ＦＤＩ对劳动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与作用效果。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ＦＤＩ 通过技术

水平外溢的作用机制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二） 政策启示

第一， 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发挥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发布了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

清单） （２０２０年版） 》 和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

单） （２０２０年版） 》， 两个负面清单相较于 ２０１９年版均缩减了 ７条， 连续 ４年缩减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将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 为构建更加开

放、 便利、 公平的投资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扶持。 在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 需要

进一步为国外资本创造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不断提升产业链高端布局比重， 以

实现外资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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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以更有效的对内改革， 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

看， 除了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更要切实推进国内深层次改革。 《２０２０ 年营商环

境报告》 指出， ２０１９年中国营商环境较上年进一步改革， 攀升至全球第 ３１ 位， 首

次跨入前 ４０位。 但在纳税分项中， 中国仅位列第 １０５ 位， 说明中国生产部门尤其

是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税收负担， 优化营商环境依然任重道远。 提高生产效率的根

本途径是发挥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 未来需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激发微观主体市

场活力， 广泛听取企业意见和建议，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用政府收入的 “减法”
换取企业效益和居民收入的 “加法”、 市场活力的 “乘法”。

第三， 积极着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弱化潜在的第三国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在周边国家引进 ＦＤＩ 的过程中， 会对本国劳动生产率产生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

应， 该影响既包括正向的技术外溢， 同时也含有负向的第三国效应， 容易挤出预期

流向本国的部分外资。 因此， 在中国对外开放领域渐次放宽的同时， 坚持相互合作

互利共赢， 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 与 “一带一路” 沿线经济体共建合作

双赢机制， 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 未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流入的过程中， 应当结合双

边和多边贸易国家的经济结构特色， 更积极有效地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从而

规避潜在的第三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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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ＤＩ ｉ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ＤＩ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ｏ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ＤＩ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ａｂ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责任编辑　 刘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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